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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本文采用 2005年 �深圳市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 数据, 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从整体网

络角度定量研究了农民工避孕行为的影响因素。利用 p* 模型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分析表明, 不同层

次的关系结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讨论避孕的影响不同, 多数个体层次变量对是否讨论避孕有显著影

响; 本文从整体网络衍生出个体网络, 并从衍生个体网络角度研究表明, 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的避孕

措施会对农民工避孕措施多元化有较为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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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sample data from the survey of rural immigrants in Shenzhen in 2005, this paper

quantitatively studies contraceptive use among these migrants form whole network perspective. The result of p
*

model shows that network structures at different level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s on discussion of contraceptive

use, most individual structures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scussion; the ego- centered network is derived

from whole network in this paper and the results from it reveal that both size of network and contraceptive use

of network member signif icantly influence the contraceptive use among rural 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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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研究背景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农村劳动力在城乡间的大规模流动, 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引

人注目的现象。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从上世纪 80年代中后期的 3000 多万人, 增长到 2005年的

1�8亿人左右, 而且数量还在继续增加
[ 1]
。随着在城市滞留时间的推移, 农民工逐渐地更新了自

�10�



己的价值和行为规范, 逐步融入到了城市的主流社会之中, 他们在观念和行为方面不断地缩小着

城乡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异
[ 2]
。农民工由于受城市生育文化的影响, 他们的生育观念行为及偏好

会发生转变
[ 3, 4]
。目前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生育行为的研究多数集中于对婚育观念和行为的分析,

有研究表明, 曾经外出个体的理想子女数和曾生子女数都小于未外出的个体, 而且农民工向城市

的流动, 使其婚育观念更向城市趋同
[ 5, 6]
。流动对农村人口生育行为的影响是由于社会经济因素

通过作用于一些中间变量而导致其变化, 已有的研究发现中国生育率下降中婚姻和避孕是两大主

要中间因素
[ 7]
。对农民工避孕行为进行研究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生育行为的转变。避孕措施

包括可逆和不可逆措施两类措施, 不可逆措施指男性绝育和女性绝育; 可逆措施包括宫内节育器

( IUD)、避孕套、避孕药及其他一些短效措施。避孕措施多元化是指个体在各种可逆避孕措施之

间选择的多样性。

城乡人口在避孕措施的使用有较大差异, 农村人口以绝育为主, 城镇人口以 IUD为主; 在农

村地区, 采用避孕药具和避孕套的比例很低, 而在城市该比例较高
[ 8]
。一些研究表明, 影响中国

农村人口避孕的因素主要有两方面, 首先是生育政策因素, 计划生育政策使得避孕使用率在

1990年后保持在 80%以上, 而且绝大多数农村人口的避孕采取的是妇女生育一孩后上环和生育

二孩后绝育的避孕措施
[ 9]
。其次是个人特征, 避孕使用水平随年龄、教育程度、现有子女数的增

加而升高; 避孕措施与子女性别和经济状况有关
[10]
。已婚流动者使用过或目前正在使用的避孕

方法以 IUD为主, 其次为女性绝育
[11]

, 明显不同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避孕模式。目前对农村人

口避孕行为的研究多为描述性分析
[ 12]
。虽然社会网络的概念已经开始用于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但是相关研究多把社会网络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研究方法
[ 13]

, 只有少数学者运用整体网络分析

方法对农民工社会网络进行了研究
[ 14]

, 然而从社会网络视角分析农民工的生育行为的研究较少。

社会网络研究既是一种关于社会结构的观点, 也是一套分析方法和技术
[15]
。社会网络包括

整体网络和个体网络。整体网络研究小群体内部的关系和分析人际互动和交换模式; 个体网络,

即自我中心网络, 则是从个体的角度界定社会网络, 关心个体行为如何受到其所有社会网络成员

的影响
[ 16]
。个体网络虽然分析社会连结很有效, 但是除中心个体外, 网络成员之间通常没有联

系, 而且个体网络没有明确的边界, 从而不能分析网络整体结构
[ 17]
。整体网络具有明确的边界,

可以很好地揭示网络结构。整体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方面的探讨
[ 18]
。我国社会网络分析

研究相对滞后, 相关研究多集中在概念应用和个体网络分析。

国外的许多研究利用社会网络理论和模型对避孕行为采纳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
[ 19, 20]

, 个体

更多地依赖非正式网络提供的避孕方法, 网络中使用避孕措施的成员越多, 个体采用避孕措施的

可能性就越大
[ 21]
。在分析社会网络对生育行为的动态变化影响时, 不仅要考虑网络互动的内容,

而且还应该考虑网络的结构特征
[22]
。但是这些研究只是集中于个体中心网的研究, 从整体网络

进行研究的成果较为少见。已有的关于社会网络对避孕行为影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没有计划生

育政策或生育政策环境较为宽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城乡间计划生育服务差异及农民工在城市重

新构建的社会网络, 都会对他们的避孕模式及转变产生很大的影响。本文将从整体网络角度定量

研究农民工避孕行为的影响因素, 为农民工的计划生育管理和稳定低生育率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

建议。

二、研究设计

(一) 分析框架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研究农民工流动到城市后的避孕行为的转变。研

究分为两个方面, 首先从整体网络结构方面来考察个人、二人、三人和整体层次的结构变量对避

孕讨论话题发生的影响。进而利用从整体网络衍生出的个体网, 进一步研究网络规模和成员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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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工个体避孕行为转变的影响。

本文提出衍生个体网的概念。衍生的个体网是指在整体网络的边界内, 如果个体和一些其他

网络成员进行过某种互动, 则这些人就构成了以该个体为中心的个体中心网。由于该个体中心网

是在整体网络边界内形成的, 因此称其为 (整体网络) 衍生的个体网。这样, 在整体网络中既可

以分析网络的整体结构, 也可以研究社会连接。从而在明确的边界内, 把整体网络分析方法和个

体网络分析方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农民工的避孕转变有以下三种可能: 一是从不避孕到采取可逆和短效措施; 二是各种可逆和

短效措施间的转变; 三是从短效可逆到不可逆的转变。前两种转变体现了农民工与城市人群在避

孕行为上的趋同, 第三种转变更多是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本文主要关注避孕行为的前两种转

变。根据前文对已有研究的综述, 本文提出农民工避孕行为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 (见图 1)。该

框架体现了避孕行为受多层次因素影响的特点。个人因素、流动因素和社会网络都会对个体的避

孕行为产生影响; 同时, 农民工接触城市文化更多的是通过在城市的社会网络, 从整体网络和衍

生的个体网络分别分析整体网络结构和衍生网络内容对流动人口的避孕行为产生影响。利用 p
*

模型从整体网络结构特征 (包括个人、二人层次、三人层次以及整体网络层次) 来分析整体网络

成员避孕讨论的可能性, 来考察不同层次网络结构变量对讨论发生的影响; 然后, 利用衍生的个

体网络, 分析网络规模和网络成员措施对农民工避孕行为影响。图中的虚线箭头表示有影响, 但

本文分析并未包括。

根据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 本文预期由于受到流动的影响, 农民工的避孕方法应该趋于短效

和可逆措施,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对其避孕行为采纳有一定的影响。具体的假设如下:

假设 1: 整体网络中不同层次的结构会对避孕讨论发生产生一定影响。

假设 2: 衍生的避孕讨论网中, 网络的规模越大, 则个体越倾向于多元化的避孕措施。

假设 3: 网络成员中采用可逆避孕措施的比例越大, 则个体越倾向于多元化的避孕措施。

图 1 � 农民工避孕行为的分析框架

� � (二)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 2005年 4月组织了深圳外来农村流动

人口调查, 调查对象为 15周岁以上的非深圳户籍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 并将其划分为散居和聚

居两大类。调查内容涉及五个部分: 个体基本信息, 婚姻家庭信息, 生育观念和行为信息, 养老

观念和行为信息, 社会网络问卷。聚居区的问卷比散居区问卷多出整体社会网络问卷部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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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参见研究报告
[ 22]
。

在调查中, 整体网络是由同一单位的被访网络成员构成, 调查中将网络中所有成员进行编

码, 形成整体网络边界, 网络中每一个个体在网络边界内确定与自身有交往关系的网络成员, 并

要求被访者回答网络成员是否给予社会支持和与之进行过相关社会讨论。整体网络数据均来自 5

个聚居点, 每个聚居点都涉及到了 7个网络, 包括: 支持网 (实际、情感和社交) 和讨论网 (婚

姻、生育、避孕和养老)。整体网络中获取的关系邻接矩阵是 0~ 1矩阵, 即仅考虑关系是否存

在。本文的分析中仅用到避孕讨论网。

本文分析的数据主要来自 5个聚居点, 样本总体规模为 547。5个聚居点进行整体网络的界

定是依据工作场所一致获工作性质接近的原则, 以保证被界定范围内的农民工之间有较为频繁的

社会联系。整体网络部分的调查主要来自的 5个聚居点分别为HM、AMT、XYX、CZ和 SZ, 其规

模分别为200、75、90、135和 47, AMT 和HM网络聚居点性别构成以女性为主, CZ 和SZ网络聚

居点性别构成以男性为主, XYX聚居点的男女比例相当。

(三) 方法

1�整体网络分析
该部分主要利用 p

*
模型来分析整体网络的结构变量对避孕讨论的影响。p

*
模型

[ 23, 24]
是从 p

1

模型发展而来, p
1
和 p

*
模型都是概率统计模型。p

1
模型只考虑整体网络二人关系结构变量 (包

括个人层次和二人层次变量) , 且假设: 二人关系是独立的 (如, A与 B 的关系是独立于 B与 C

的关系) , 这种假设与现实不符。p
*
模型突破了这种局限, 且同时考虑了多个层次结构关系变

量, 即同时纳入个人层次、二人层次、三人层次、区块层次以及整体网络层次的变量进行分析,

全面揭示了整体网络的结构特点。p
*
模型为:

Pr( X = x ) =
exp{ ��Z ( x ) }
�( �) =

�1z 1 ( x ) + �2z 2 ( x ) + �+ �rz r ( x )
�( �) � � � (公式 1)

� � 其中 �� � � 参量向量; ��为 �的转置向量; Z ( x ) � � � r 个解释变量的向量 (网络统计向

量) ; � � � � 确保概率归一化的标准化常数。

p
*
模型的变量设置如下:

因变量: 每对网络成员是否发生避孕讨论行为, 讨论赋值为 1, 没有讨论则赋值为 0。且讨

论是有方向的, 如, 甲与乙讨论和乙与甲讨论是不同的。

自变量: 包括整体讨论网的各个层次关系结构变量, 其中包括个体层次变量: 出度中心性,

即出度, 指个体在网络中与其他个体讨论避孕话题的人数; 入度中心性, 即入度, 指网络中与某

个体讨论避孕话题的人数。二人层次变量: 互惠性是指网络中相互讨论避孕话题的人数; 三人层

次变量: 出-2-星, 指的是一个个体同时与其他两个个体讨论避孕的三人组的个数; 入-2-星, 是

两个个体与同一个个体讨论避孕话题的三人组的个数; 混-2-星, 是指一个个体与另一个体讨论

避孕, 而另一个个体又与第三个个体讨论避孕的三人组的个数; 传递性, 是指A与 B讨论, B与

C讨论, 同时 A与C讨论的三人组的个数; 循环性, 是指 A与B讨论, B与 C讨论, 同时C与A

讨论的三人组的个数。整体层次变量: 选择性, 是指网络中所有的两人讨论的关系总和, 即出度

或入度的加总; 出度中心势, 表示个体出度的整体差异程度; 入度中心势则表示个体入度的整体

差异程度。由于避孕属于个人隐私, 同一公司不同人群间相互间讨论的可能性更小。因此, 本文

在回归分析中剔除区块层次结构变量。

由于 p
*
模型的 SAS回归预处理程序目前不能处理规模超过 100的网络数据, 因此本文只能

分析一个女性为主的 AMT 公司, 一个男女混合的 XYX公司, 一个男性为主的 SZ 公司。其中,

SZ 公司样本规模为 47人, 为男性农民工, 年龄较大, 该讨论网只有两对农民工之间有避孕讨论

关系, 关系极其稀少, 因此不适宜用 p
*
模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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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网络规模为 N, 在计算 p
*
模型各变量时, 要分别考虑每个成员与其他 ( N-1) 个网

络成员的关系, 这样可得回归样本数 (N � (N-1) )。如, AMT 公司样本规模为 75人, 回归样本

数为 5550 ( 75 � 74) ; 模型共纳入159个变量 (其中出度 75个变量, 入度 75个变量, 二人层次 1

个变量, 三人层次 5个变量, 整体层次 3个变量) ; XYX公司样本规模为 90人, 同理可得回归样

本数为8010 ( 90 � 89) ; 模型共纳入189个变量 (其中出度90个变量, 入度90个变量, 二人层次

1个变量, 三人层次 5个变量, 整体层次 3个变量)。本部分的参数估计是利用 p
*
网站提供的

SAS程序完成。

2�衍生的个体网分析
由于本文主要关注避孕行为的前两种转变, 即受流动的影响, 流动人口的避孕转向可逆和短

效的避孕措施。所以本文分析中剔除避孕措施从短效和可逆向长效措施转变。

从整体避孕讨论网中, 衍生出个体避孕讨论网。该部分采用所有 5个聚居区的样本。首先,

利用统计检验 (LR检验) , 比较流动前后农民工的避孕行为, 用以反映流动后农民工避孕行为是

否发生改变。流动前的避孕方法是受流出地传统生育文化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的避孕方法, 而流

动后的避孕方法应该是受流动的影响, 趋于短效和多元化措施。其次利用 Logist ic 回归, 在控制

了个人变量和流动变量后, 分析社会网络变量对农民工避孕措施采用的影响。避孕措施的采用主

要受计划生育政策影响, 但城市生育文化也会对其影响, 尤其是在城市中构建的新的社会网络对

避孕选择有一定的影响。婚姻对避孕行为有重要影响, 未婚人群的避孕措施多存在瞒报, 本文分

析样本剔除了未婚农民工。在回归分析中, 样本中还剔除了流动前采取绝育措施的农民工。

Logistic回归变量设置如下:

因变量: 流动前后避孕措施是否转变; 该变量为二分变量。

自变量: 已有的研究表明, 在分析社会网络对避孕行为的变化影响时, 不仅要考虑网络互动

的内容, 而且还应该考虑网络的结构特征变量。本文分别从网络规模和成员使用可逆避孕措施人

数来反映网络的结构特征和网络的互动内容, 网络规模划分 0个, 1个和 2个及以上三类, 成员

使用可逆避孕措施人数划分 0个, 1个和 2个及以上三类, 来考察网络成员措施对个体避孕措施

的影响。

控制变量: 个人变量包括, 现有子女数, 分为 0孩、1孩、2孩及以上三类; 年龄, 划分为

24岁及以下, 25至35岁, 35岁及以上三类; 受教育程度, 划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和高中及以

上三类。流动变量为滞留时间, 5年以下、5年及以上两类。

Logistic回归模型中采用了四个模型, 模型 1只加入自变量, 以考察社会网络的规模和网络

成员避孕行为的粗影响; 模型 2加入流动变量, 考察流动因素对农民工避孕转变的粗影响; 模型

3是在模型 1的基础上, 加入流动变量, 同时考察社会网络变量和流动变量的粗影响; 模型 4是

在模型3的基础上, 加入了个人变量。以考察控制了个人因素和流动因素后, 社会网络因素的净

影响, 以及哪些个人和流动因素对避孕行为有影响。在模型中选择这些变量主要是它们对避孕行

为在理论上有影响, 而且调查能提供相应的数据。由于一些农民工的信息不完整, 对于流动前后

避孕措施转变的分析, 只能使用 103个具有完整数据的样本。

三、结果

(一) 整体网络分析

p
*
星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1所示。从 AMT 讨论网的回归参数中可以看出, 个体层次变量中,

出度变量大部分回归参数大于 1, 入度变量则多数小于 1, 表明对出度变量而言, 农民工讨论避

孕比不讨论的可能性更大, 而入度变量则不利于农民工讨论避孕; 三人层次中出-2-星有利于讨

论避孕, 二人层次的互惠性和整体网络层次的选择性不利于避孕讨论。对 XYX讨论网来说, 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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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成员的多数个体层次变量, 即出度和入度参数估计值均小于 1, 表明农民工不讨论避孕问题比

讨论的可能性更大。二人层次变量, 即互惠性变量对该农民工群体是否讨论避孕没有影响; 三人

层次变量不利于避孕讨论; 对整体网络层次中的选择性变量而言, 农民工讨论避孕比不讨论的可

能性更大, 而入度中心势变量则不利于避孕讨论的发生。

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层次的关系结构变量对农民工是否讨论避孕的影响不同。然而不论是女

性为主的AMT 公司, 还是男性为主的 SZ公司, 多数个体层次变量对是否讨论避孕有显著影响。

不同的是, 女性为主的网络中出度变量更有利于避孕讨论, 入度变量不太利于讨论避孕; 而对男

女混合为主的网络而言, 出度、入度变量均不利于避孕的讨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女性更可

能讨论避孕话题, 而男性通常则很少讨论。那么, 避孕讨论是否对农民工避孕措施的采用有影

响, 则需要通过衍生个体网进行分析。

表 1� 避孕讨论网发生的相对几率比
自变量 AMT ( 75) XYX (90)

� 个人层次变量
� 出度 共 75个出度变量 共 90个出度变量

Out4 0�096** Out2 0�542+

Out12 4�571*** Out4 0�083***

Out16 6�175** Out6 0�964+

� � � �

� 入度 共 75个入度变量 共 90个入度变量

In4 0�002*** In1 0�987*

In20 1�502*** In5 0�957***

In53 1�042** In7 0�695***

� � � �

� 二人层次变量

� 互惠性 0�013*** �

� 三人层次变量

� 出-2-星 1�466* 0�591***

� 入-2-星 � 0�978
� 混-2-星 � 0�719***

� 传递性 � �

� 循环性 � 0�863*

� 整体层次变量

� 选择性 0�005*** 1�017***

� 出度中心势 � �

� 入度中心势 � 0�812*

� Percent Concordant 85�0 92�2

� 样本数 5550 8010

� � 数据来源: 2005年 � 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 调查。 �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0�10
注: 1�括号内的数表示网络规模。2� 个体层次变量, 即出度和入度变量大部分的较多, 为了节约表格篇幅, 在表格中没有

全部显示。3� � � 表示省略号。4� � �  表示该变量对模型拟和效果不好, 所以在 FORWARD 回归方式中自动被剔除。5�
� Out� 表示出度, � In� 表示入度。6�Percent Concordant表示模型拟和一致率。

(二) 衍生个体网络分析

1�流动前后农民工避孕措施转变
已婚农民工流动前后避孕状况分布如表 2所示。在 245名已婚农民工中, 流动前后绝育比例

上升 17%, IUD 的比例上升了 17%, 而其他可逆措施 (避孕套、药品及其他) 比例上升了

4�1% , 不避孕的比例大幅度下降了。统计检验的结果显示, 流动前后避孕的转变非常显著。许

多农民工在流动后从不避孕转变到避孕, 而且流动后的避孕措施更倾向于可逆和短效措施。绝育

比例的上升应该更多体现了生育政策的影响。

�15�



表 2� 已婚农民工流动前后避孕状况分布
项目 绝育 IUD 避孕套药 自然避孕 不避孕 样本数 LR检验

流动前 7�7 33�5 19�6 0�8 38�4 ***

样本数 19 82 48 2 94 245

流动后 24�4 50�6 23�3 1�2 0�5

样本数 60 124 57 3 1 245

� � 数据来源: 同表 1。 � *** P< 0�001

2�Logistic分析结果
为了考察避孕选择受城市的生育文化影响, 本部分将利用回归模型分析社会网络、流动及个

人因素对已婚农民工流动前后避孕措施转变的影响。表 3提供了农民工流动前后采用避孕措施转

变的 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从模型 1和模型 2的结果显示, 社会网络变量和流动变量对避

孕转变的粗影响都较为显著, 规模越大, 个体使用可逆措施的风险越大; 网络成员使用可逆措施

的比例显著提高了个体避孕多元化转变的可能; 在城市滞留时间较长的农民工, 其避孕措施更倾

向于可逆避孕措施; 从模型 3的结果来看, 将社会网络和流动变量同时纳入回归, 网络变量影响

的显著性有所降低, 而在加入个人变量后的模型 4结果来看, 社会网络变量影响变得不显著, 这

说明网络变量对避孕转变的影响, 更多地是通过流动变量的作用而表现。在个人因素中, 仅有子

女数的影响显著, 子女数越多的个体越易使用不可逆的避孕措施, 这反映出政策因素对避孕的

影响。

表 3� 已婚农民工流动前后避孕措施改变的相对机率比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自变量 � � � � � 社会网络变量

网络规模 ( 0)

� 1 3�281* 2�955+ 1�502

� 2+ 1�619 1�353 1�091

成员使用可逆避孕措施人数 ( 0)

� 1 4�093* 3�873+ 13�221

� 2+ 5�616 0�935 1�011
流动变量

� 滞留时间 ( 5年以下)

� � 5年及以上 2�406*** 2�306** 2�379**

个人变量

� 曾生子女数 ( 0)

� � 1孩 0�080*

� � 2孩 0�094

� 年龄 ( 24以下)

� � 25~ 34岁 0�633

� � 35岁及以上 0�317

� 教育程度 (小学及以下)

� � 初中 1�032

� � 高中及以上 1�337

截距 1�099 0�611* 0�627* 5�006

- 2LL 112�098* 131�38** 138�49* 106�032*

样本数 103 103 103 103

� � 数据来源: 同表 1。 � *** P< 0�001, ** P< 0�01, * P < 0�05, + P < 0�10

四、讨论与总结

本文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即流动后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的避孕行为转变有一定的影响。将

整体网分析和衍生个体网分析结合起来, 验证了农民工避孕措施的选择虽然受政策的影响很大,

但是网络规模和成员避孕措施对个体避孕采纳也有显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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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网络的分析结果表明, 多数个体层次变量对是否讨论避孕有显著影响, 以女性为主的网

络中出度变量更有利于避孕讨论; 而以男女混合为主的网络中, 出度、入度变量均不利于避孕的

讨论。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女性更可能讨论避孕话题, 而男性通常则很少讨论。对于整体网络

的二人和三人以及整体层次变量并不利于避孕话题的讨论, 说明农民工之间很少进行广泛的避孕

讨论。衍生个体网的分析表明, 个体讨论网络中使用可逆措施成员人数的增加显著提高了个体选

择可逆措施的风险; 网络规模越大, 个体越倾向于使用可逆避孕措施。但是在纳入控制变量后,

社会网络变量影响变得不显著, 网络因素的影响更多地使通过流动因素的作用而表现。个人变量

和流动变量中, 子女数的影响较为显著, 子女数较多的个体, 由于受生育政策的影响, 选用可逆

避孕措施的余地较少, 其避孕行为较难发生转变。

理解避孕措施的选择对提高农民工生殖健康和提供有效的计划生育服务都是十分必要的。本

文的研究对于计划生育和生殖健康项目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这些项目的设计和推广时不应该只考

虑个人或家庭因素, 同时也要考虑个体互动的社会网络因素。农民工在城乡间的频繁流动, 会对

流出地生育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研究证明, 由于在城市构建的新的社会网络的互动, 流动

促进了农民工的避孕行为的转变。未来农民工的规模将会继续扩大, 由此所带来的避孕观念和行

为的扩散, 会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和稳定的生育率起到促进作用。

本文的研究和发展也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本文是从整体网络的进行避孕行为研究, 用该视

角研究农民工避孕行为还处于尝试性阶段。其次, 本文提出的衍生个体网络仅考虑了边界内网络

成员的影响, 但边界以外的成员对个体的影响并未纳入本文的分析。再次, 本文在农民工避孕行

为转变回归分析时使用的样本数仅为 103, 因此本文得出的结论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验证。最

后, 本文研究的整体网络成员间的关系强度只是对 0~ 1关系矩阵进行研究, 因此对加权关系网

络的研究成为下一步研究的重点。进一步的研究将考察流动后的社会网络对农民工婚姻和生育观

念和行为的影响, 以使本文的分析更具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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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处于市区范围之外, 在用地上难以统筹安排, 向南拓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 1980年代

以来, 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方向主要是向东呈带状延伸, 天河区就是在此背景下得到大规模开发的,

人口和产业集聚十分明显。但是, 这种单向轴带式扩展也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 (尤其是在没有大容

量轨道交通连接的情况下) , 即随着离市中心区距离的不断加大, 居民外迁的愿望逐渐下降。如黄

埔区大沙地 1980年代初就作为广州城市东部组团中心来建设, 规划居住人口 30万, 但直到目前其

居住人口也仅有15万左右, 对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作用有限。而距离市中心更远的广州经济技术

开发区, 尽管其经济发展成绩骄人, 却难以吸引广州居民来此居住, 原规划居住人口 8万, 现常住

户籍人口仅 1万余人, 大部分职工仍住在老城区, 造成大量的东西向通勤交通流
[8]
。

三是城市空间发展政策的影响。长期以来广州城市发展的重心一直倾向于旧城区, 由此造成

人口与城市功能高度集聚于旧城区范围之内。而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受经济能力限制, 多采取小地

块开发的方式, �见缝插针�, 进一步加剧了旧城区本已十分拥挤的局面。由于政府对新区开发投

入不足, 轨道交通建设滞后 ( 1999年广州才建成地铁 1号线, 连接东部组团的轨道交通线至今

尚未动工) , 近郊区生活服务设施缺乏, 制约了郊区化合理、有序的发展。

鉴于以上原因, 1980年代以来广州中心城区人口和产业未能得到有效的疏解, 交通堵塞,

环境恶化, 历史文化名城风貌遭受破坏, 严重制约了城市发展的潜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2000

年广州市所辖的番禺、花都两市同时撤市设区, 试图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解决城市空间发展的

制度 �门槛�。因此, 可以预见, 今后随着广州城市产业和功能逐步向外转移, 人口的郊区化将

有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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